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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傳教士衛禮賢(尉禮賢，1873-1930 年)，曾師

事清末大儒勞乃宣，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繼

1911 年出版了由他譯出的《老子》一書後(該譯本細

緻優美，被認為是最接近原文精神的版本)，又於 1913
年在中國青島建立了“尊孔文社”，其陣容非常強

大，幾乎滙集了晚清最重要的學者。 
衛禮賢在闡述“尊孔學社”的宗旨時指出：“我

們那時的想法是為了未來拯救那些已經處於極度危

險狀態下的中國文化的瑰寶。通過翻譯、講座以及學

術出版的方式，在東西方的精神領域建立聯繫，並進

行合作。康德的著作被翻譯成了漢語，中國的經典也

被翻譯成了德語。我們希望，在遠離中國革命風暴的

青島能夠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青島位於山海之間，

悠閒寧靜。”故而，“尊孔文社”並非單向地弘揚孔

子的學說，而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機構。 
衛禮賢的夫人薩洛莫在其回憶錄《衛禮賢——中

歐間的精神紐帶》裏闡述道(這也是衛禮賢與尊孔文

社其他成員的共同聲明)：“從中國的整個歷史來

看，它從來沒有過國教。孔子也未想到過要建立一種

新的教派。他無非是要傳承與神的永恆意志相一致的

保障人類社會秩序的偉大法則。他沒有要求成為宗教

的創始人。他僅僅希望傳授真理，並指明在世間達至

秩序與和平之道。整個世界只有一個真理。不存在任

何界限可能將真理限制在某些人組成的特別的集團

之中，這些人僅屬於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排斥其他教

派。涉及到這一真理的學說，並不存在等級差別和種

族差別。只要遵循這一學說，不論是誰，都會獲得真

理。擁有這一生命的智慧是孔子惟一的目標。除此之

外，對他來講並不存在一個能建立起教派組織的空

間，這一組織會將其自身與人類的其他部分分離開

來。孔子沒有要求個人崇拜，這點毋庸贅述。他確實

不止一次地想到過，想要獲得真理跟他個人建立關係

是至關重要的。他要求自己的弟子除了勤奮地遵循永

恆的真理之外，別無他求。孔子真正偉大的地方在

於，他為所有的人開啟了真理的大門，而沒有任何教

派的界限。儒家學派一直到今天都忠誠於這一榜樣。

儘管孔子為各代統治者所敬仰，但從來沒有誰想到將

儒家學說宣佈為國教。就像很少有某處的某人想到將

空氣或水看作國家的空氣或國家的水一樣。空氣和水

之存在，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究竟它屬於哪個國家或

哪家教派，根本是無所謂的。真理的情形也不例外。

世上本沒有甚麼國家真理，就這點而言，如果說儒家

所講述的無非是真理的話，那它根本不能成為國教。

每一類似的組織都會損害孔子的名譽，都會限制儒家

真理必然的影響範圍。沒有一個真正的儒者會認為，

對他的老師(孔子)而言，生活在一個儒教已經降格為

一個宗派的社會中，是一種榮耀……東西方的偉大學

說必然都不能作為單個國家的特別財產所擁有，這一

時代已經到來。儒家學說有很多方面對於西方社會同

樣具有極大價值。因此，對孔子的尊崇最好的路徑是

使他的學說能在全世界廣為人知。” 
衛禮賢對孔子學說的認識很值得我們、尤其是歷

史上鼓吹“打倒孔家店”及其繼承者們的思考，上述

的一段話既是對當時想要將孔教設立為國教的文化

保守主義者的回應，同時也闡明了孔子學說的全球意

義和當代價值。而且，衛禮賢在其 1926 年出版的《中

國心靈》一書中，同樣對基督新教所表現出來的狹隘

的教派思想進行過猛烈的抨擊。 
衛禮賢還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標誌着

西方文化的終結和機器文明走上絕路，而拯救西方文

明的“良藥”非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莫

屬！辛亥革命之後，儒家學說在中國面臨着嚴峻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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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衛禮賢也指出：“不斷侵入中國的歐洲西方文化

也許是它(指孔子的學說)不得不面對的最強大對手。

初看起來，古老的儒家學說似乎在被迫節節敗退之

後，到今天已最後終結了。但還不能作出最終結論，

因為儒家學說本身具有適應現代環境的內在靈活

性”。 1  此外，衛禮賢從中國和歐洲當時的形勢出

發，堅定地認為，孔子的學說理應屬於全世界，而不

應當僅僅屬於中國的某一個時代。“我們現在自問

道：甚麼是奠定中國和東方最深入、最根本的力量？

東方給我們提供的決定性的認識是甚麼？東方的哪

些光亮照亮了西方及其發展？我們進一步可以問

道，在中國的古代文化遺產中正在發生哪些變化，從

目前的狀況下可以預見哪些結果和變化？西方能夠

為這些變化提供準則和解釋嗎？”正是帶着這些當

代的問題意識，衛禮賢開始到孔子那裏去尋求答案。 
衛禮賢的成功之處在於他是以當時的問題意識

作為出發點，對中國的傳統思想進行轉化，這正是傳

統對於我們今天來講的意義所在。早在 1900 年左右，

世紀轉折時期的歐洲感傷主義者們試圖在文化危機

之中拋棄日益趨於沒落的西方文化，轉而研究遙遠東

方的思想，即來自印度和中國的思想。經歷了第一次

世界大戰的歐洲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己的文化，從

前常常被他們一貫鼓吹的西方文明開始腐爛變質。

“中國作為西方世界想像中的對應物和救世主選中

的拯救對象，在騷動的歐洲知識界不時起着或永久或

臨時的振奮和拯救作用”。2《西方的沒落》一書的

作者斯賓格勒，以鋒芒逼人的筆端道破了普遍不安的

社會心態。他建議歐洲的知識分子應當把視綫移到東

方，以擺脫自身的困境。他認為，西方文化所面臨的

不僅僅是危機，更是沒落。正因為此，衛禮賢對中國

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介紹在德國思想界產生了巨

大的影響。 
孔子的學說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謂“軸

心時代”的重要思想，由“軸心時代”的文化精神突

破所奠定的人類精神根基、傳統宗教——倫理價值體

系框架，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被超越，它們仍

然是幾大文明體系中的價值和行為準則。正是由這一

時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為此後人類歷史發展的原

動力。以西方為例，文藝復興的人文啟蒙、宗教改革

的理性化和世俗化運動、現代科學技術的理性精神、

啟蒙時代的社會契約理念等等，無一不是以不同的方

式一次次地從軸心時代汲取精神的力量：“至今人類

依然靠着那時所產生、所創造以及所思考的東西生

活。每值新的飛躍產生之時，人們都會帶着記憶重新

回歸到那軸心時代，並被它重燃激情。從此之後，情

況就是這樣；對軸心時代力量的回憶以及復甦——復

興——為我們提供精神的振奮。對這一開端的回歸乃

是在中國、印度和西方一再重覆發生的事件。” 
今天我們常常談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這肯定不

是儒家學說中恆古不變的名教綱常，而必然是從當代

的問題意識出發，對傳統資源的再闡釋，只有這樣才

能對我們今天的社會有所啟發。“一切真歷史都是當

代史”！3 20 世紀意大利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

齊認為，一切歷史的本質就在於其當代性，因為人類

活生生的興趣，絕不是對於已經死的過去之興趣，而

是對當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說，無論是歷史學家還

是哲學家都應當從現實出發，運用批判精神從史料中

選擇對於我們今天依然有意義的東西。他強調，應當

用具有時代精神的思維去理解和把握過去的文獻。歷

史對我們來講畢竟是過去的，但我們必須用當下的精

神去進行反思，用新的眼光去審視。克羅齊於一九一

二年在龐達尼亞科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惟

有當前活生生的興趣，才能推動我們去尋求對過去事

實的知識。因此那種過去的事實，就其是被當前的興

趣所引發出來而言，就是在響應着一種對當前的興

趣，而非對過去的”。 
我們之所以去關心歷史人物，對古代的文化遺產

感興趣，是因為這些與當下的現實生活有關係，不然

的話，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遺產，我們為甚麼單單對

老子、孔子及其思想產生興趣，是因為他及其思想涉

及太多我們現實的生活。 
按照克羅齊的觀點，我們對歷史的思考，是將之

納入我們當前的精神之中，沒有當代的精神，就沒有

歷史。克羅齊並不認為歷史事實本身會說話。說話者

正是歷史學家的思想或精神活動。要真正認識我們對

歷史的認識，就只能不斷地去思考前人的老問題，並

且還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臨的新問題。 
在面對儒家思想的時候，衛禮賢思考的問題是如

何賦予這一古老的文化遺產以具有活力的新形式。 
“從某種意義上說，形式與內容是統一的，不能

機械地分割開來。宋代理學就是這樣，它並不只是對

古代經典儒學的機械革新；明代王陽明的理想主義神

秘學說是對儒學的又一次改造。如果今天能成功喚起

儒家學說，那將意味着其發展的又一個新階段。但孔

子的秘密正在於此：正如他毫無偏見地繼承了中國古

代文化並為之注入新的發展潮流一樣，其影響也始終

在於帶來新的活力。它所代表的這種精神啟示迄今還

在繼續發揮作用，問題僅在於是否有合適的人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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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4 理學是儒家思想為了回應佛教的挑戰、應對

新的問題而以新的面目出現的新思想，其經典也是基

於對部分古代儒家典籍的再闡釋而成的。 
實際上，孔子的學說對於我們來講並不是一堆死

的歷史的資料而已，而是只有當這一學說與我們當下

的思想或精神息息相關時，它才真實地存在着。人和

事儘管必然外在地依附於時間和地點，但思想卻可以

超越時空的局限。惟有當下的一切才能使以往的歷史

重新復活，才能使過去史變成當代史。因為儘管過去

的歷史中有無數的史實，但只有我們心中的問題能使

我們真正地關注某一段歷史或某一種思想，換句話

說，是當下的生活使得我們的過去得以再生。因此，

是當代人的問題意識使得孔子重新復活。 
德國學者羅哲海認為，中國哲學具有一種不僅對

於中國本身，而且對西方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廣泛潛

能。5 並且提出了以哈貝馬斯的“重構”方式，來理

解儒家倫理價值的嘗試：“‘重構’意味着以一種與

古人之真實意圖相應的方式——如果我們對於這些意

圖的理解是正確的話——對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

代覆述他們那些相當龐雜不清的立論；並且要根據我們

今日所面臨的倫理學問題而加以充分利用。”也就是

說，跟哈貝馬斯一樣，羅哲海並不認為我們要回歸到

傳統之中，而是從今天的問題意識出發，對傳統儒家

的價值進行重構。 
漢斯•昆與秦家懿在討論儒學的未來時，也都對

其前景做了展望。秦家懿指出：“如果儒學意味着主

動地發現人的價值，發現求得道德高尚甚至成聖的可

能性。它持守人與人之間的基本責任和義務，建立一

個以道德為綱領的社會。它又是對現實世界的闡述，

是堅持自我向超越境界敞開的形上學。這些其實都是

構成個人尊嚴、自由、平等不可或缺的基礎。這樣看

來，儒學傳統對中國甚至全世界，仍然是不可缺

的……這樣，儒家的人本主義中蘊藏的普遍真理才能

在今天這個自我中心的世界中得以完善。現代人隨意

放縱其思想和心靈，已到了失去自我的邊緣，儒家的

人本主義呼籲人在最深層的意義上回歸自我，實現人

與人之間的倫理道德關係”。6 漢斯•昆在考察了儒

家的遺產後也指出：“在基督教神學家眼中，這一切

意味着儒學絕不僅是個過去的宗教，而是一個生機盎

然的當代精神力量，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民。”儒

學在當代世界通往後現代主義共同體的道路上，究竟

能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漢斯•昆列出了以下五個方

面：(1)科學將不是不負責任的，而是依附倫理道德準

則；(2)技術將不會奴役人類，而是讓人做主人；(3)

工業將不會毀滅人類存在的自然基礎，而是保護這個

基礎；(4)民主將不會置社會公正於不顧，偏袒個人自

由，而是以自由為靈魂實現自由；(5)最後，超越物質

世界的因素將再次為人珍重──為的是全人類的人

道主義。 
這樣，儒學的資源就與西方的現代價值得到了很

好的關聯，儒學不僅可以同西方的核心價值對話，同

時也是對西方現代性產生的問題的修正。 
學者李雪濤幾年前在德國工作的時候，做過多次

有關孔子及其思想的報告，基本上都是從萊布尼茨、

黑格爾，乃至雅斯貝爾斯這些哲學家對孔子的接受作

為切入點，而以孔子學說對當代西方(特別是德國)社
會的意義作為出發點來談孔子。只有這樣，才能將一

個外來的歷史問題，轉化成對德國人來講內在的、當

下的問題。 
2012 年一月初，李雪濤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參

加“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哲學”學術研討會，跟幾位

來自歐洲的學者就目前面對復甦乏力的全球經濟，以

及持續蔓延的歐債危機交換了看法。他們中的部分人

已經意識到了，目前大部分歐洲人的認識還僅僅停留

在經濟層面，更應堪憂的實際上是歐洲文化的危機。

歐洲部分人文學者已經開始對照儒家思想對西方傳

統及近現代思想進行徹底反思了。如何能夠轉化東亞

的哲學使之能夠適合當代歐洲的實際，已經成為當務

之急。因此，這對於中國文化來講是一次難得的機

遇。問題是，我們如何將傳統的中國文化資源納入我

們乃至歐洲當下的精神之中。如果我們能夠運用自己

的傳統資源，來充分展開現代性，再造今日中國文明

的輝煌的話，那孔子的學說就不僅適應了現代社會，

也能順利地進入後現代。這一創造性轉化如果能夠獲

得成功的話，那麼我們不僅找到了我們的核心價值，

同時也使得這一價值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7 在

《中國心靈》一書中，衛禮賢堅信：“也許在新世界

裏，孔子思想中的某些東西註定要消亡。可是其中永

恆的東西——自然與文化的和諧這樣偉大的真理依

然會存在。它將是新哲學和人類新發展的巨大推動

力。從這個角度講，孔子真正是不朽的”。“正是在

這種意義上，中國智慧成為現代歐洲的拯救者”。8

 
 

二 
 
西方學者曾提出一個非常有積極意義的問題：如

何全力消除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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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矛盾的偏見？如何促成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代表

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 
美國學者顧立雅在其《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中

提及，正是儒學強勢傳入法國思想界的緣故，法國

“大革命”時期思想觀念才有了明顯的變化。 9  例

如，“良心是自主的，信條是獨立的”；“善良和快

樂是一致的”；“不向權威和偏見讓步”；“每一種

最終達到的地步，是與《論語》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

學之間具有不同尋常的相似性”。因此，“中國哲學

是法國革命的原動力之一”。顧立雅還考察了西方的

“平等”、“民主”與“理性”，說是均與儒學有聯

繫。所謂“這種精神革命使得整個西方世界逐漸地再

次朝向了東方，走向了民主”，“孔子哲學對美國民

主思想發展的影響，主要地並且只可能是通過這種法

國影響而表現出來的”。曾參加起草《獨立宣言》並

主張廢除黑奴制度的美國思想家、科學家富蘭克林，

於 1767 年抵達法國並與法國學者魁奈過從甚密，富

氏對魁奈論述中國的著作進行過深入研究(魁奈認

為，一部《論語》便可勝過希臘七賢。魁氏還建議歐

洲應效法中國人文科學之發達，以求得自然與人文科

學平衡發展)。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曾和富蘭克

林一塊起草《獨立富言》並受其影響，“根據人的才

能而非名望來挑選官員”的“治國思想”，正是源於

中國的科舉制度。它已成為當今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

“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美國紐約有個“寬容博物

館”，希望世界上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能夠相互對話，相互包容，以相互促進的方式

生活在一起。這就是孔子“和而不同”的偉大思想。 
也許很多人不知道，美國人竟尊中國的孔子為

“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而美國前總統林肯，卻稱

美國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詩人愛默生為“美國

的孔子”，“美國文明之父”、“美國精神先知”。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1803-1882 年)，生於波士頓。

他的生命幾乎橫貫了 19 世紀的美國，成為那個時代

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他的精神活動支配了整個 19
世紀美國的精神氣質。愛氏與孔子確有不少神似處，

如：同樣的誨人不倦，同樣的育人有方，同樣的才華

橫溢，同樣的幽默風雅。如果要說區別，則或許孔子

顯得更謙和，謙和到根本不想將自己的思想著書傳

世。而愛氏卻雄辯滔滔，他的文字具有萬馬奔騰、氣

吞山河的宏大氣勢。他熱情逼人，思維活躍，鋒芒畢

露，辯才一流。他的思想與觀點，在不知不覺中就會

感染你，裹挾你，激蕩你，讓你為他傾倒，為他叫好，

為他癡迷。美國第 17 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曾說過

這樣一段話：“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就像

雨果對於法國或是托爾斯泰對於俄國，愛默生確立了

美國模式”。愛默生認為，“追隨偉人是天經地義

的”。但他同時強調：“謙和溫順的青年在圖書館裏

長大，確信他們的責任是去接受西塞羅、洛克、培根

早已闡發的觀點。同時卻忘記了一點：當西塞羅、洛

克、培根寫作這些著作時，本身也不過是圖書館裏的

年輕人”。愛氏的“依靠自我，尊重自我”、“人是

自己的神”、“要讓自己發光”之思想，影響着一代

又一代的美國人；而“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獨立自

助，崇尚個性”，也成了美國企業文化的精髓。愛氏

說：“順從內心的召喚，你就是宇宙中最偉大的天

才”。他相信人生的最高目標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優

秀”。 
愛默生在細心研讀了儒家《四書》譯本後，對孔

子和中國文化十分仰慕。他認為，“孔子是哲學上的

華盛頓”，“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並表示

“對於這位東方聖人極為景仰”。他還一再引證孔子

的名言——“朝聞道，夕死可矣”。 
 
 

三 
 
初到美國交流時，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張濤總覺

得美國人對中國缺乏“基本的瞭解”。可在美國賓夕

法尼亞大學的圖書館，張濤偶然翻到了一份 1743 年

的《紐約週報》——當時的美國還沒有獨立。這份內

容簡單的報紙只有 4 個小版，可佔據整個頭版篇幅

的，居然是一篇名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裏面對

中國崇尚儒學、言必稱孔子的行為作了不少介紹。 
在那之後，張濤花了 7 年時間，在 15 家美國報

紙上收集了近萬篇涉及孔子的報道，從中分析美國媒

體塑造孔子形象的變遷。最近，他把這些研究寫入了

一本名為《孔子在美國》的書裏。 
在美國，孔子的形象並非僅僅是一個中國的古

人。美國媒體不僅會提到他的名字，還會引用他的言

論，評價國內的新聞。 
在當今美國，總統也需要忍受一些“來自孔子的

批評”。 
小布什曾經因為言語含糊、用詞不當，被《紐約

時報》撰文批評。這份美國最有聲望的報紙稱：“孔

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

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為恰恰是這句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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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寫照。” 
在評論克林頓的性醜聞時，《華盛頓郵報》寫道：

“孔子所言‘吾未見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確預見

了 20 世紀末的克林頓事件。” 
張濤在研究中發現，近代的美國總統，“幾乎每

一任都會受到以孔子為標準的批評”。 
當約翰遜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和罷工運動表現不

力的時候，媒體告誡這位總統，“孔子曾經說過，以

約失之者鮮矣”，所以做事不能過於謹慎。而他的支

持者也同樣抬出孔子，認為約翰遜提倡政府控制的政

策與孔子的為政原則不謀而合，比如“邦有道，貧且

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當尼克松水門事件爆發的時候，《基督教科學箴

言報》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名句

來批判這位總統。1986 年，深陷伊朗門醜聞的里根也

遭受類似的指控。《波士頓環球報》提醒他，應該牢

記孔子的語錄，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

三者中，“民信”最為重要。 
在國內政治相關的討論中，美國人所提到的孔

子，聰敏、博學，“置身事外而又善於捕捉事物的本

質”。 
有時候，媒體甚至會篡改、杜撰孔子的話。1951

年，《芝加哥論壇報》刊登了一篇漫畫諷刺肯尼迪，

配文寫道：“請充許我引用孔夫子偉大著作《論語》

中的話：統治者行善不應當浪費公共稅徵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爾總統獲得的評價要好得

多。《華盛頓郵報》引用孔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

民從之”的話來概括艾森豪威爾的施政理念，甚至直

接評價他足智多謀的秘書是“政治領域的孔子”。 
連失業的美國工人們也需要這位生活在二千多

年前的老人。他們在一首“戰歌”中這樣唱道：“孔

子是睿智的古代聖人，他說我們需要維持生計的工

資……” 
16 世紀，傳教士利瑪竇第一次把中國文化中的孔

子形象介紹到了歐洲，隨後又傳到了美洲大陸。 
1735 年的一份《紐約週報》上，刊登了一封兩個

版篇幅的讀者來信，介紹中國人對孔子的尊敬和信

仰，並且列舉了幾條孔子語錄。 
以張濤的研究，這是美國媒體最早對孔子的報

道。 
1925 年，世界控制鴉片會議上，中國帶來的禮物

是一架金絲屏風，上面寫着孔子的名言“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1941 年 2 月，重慶舉行了一場華盛頓誕

辰紀念活動。美國總統特使發言時，眼尖的媒體發

現，他身後的壁畫內容是，孔子與華盛頓一起，“捍

衛着世界和平”。 
“當時，日本的侵略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生存危

機，所以在外交領域，政府官員也極力強調孔子的民

主與和平思想。”張濤說。 
1937 年，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對《華盛頓郵報》

表示，孔子弟子所推崇的“民人”和“社稷”，其實

是一種古老的“民主口號”，中國歷來愛好和平，抗

日戰爭是一場“民主之戰”。 
1943 年，宋美齡訪美期間，多次引用華盛頓、林

肯、耶穌和孔子的話，突出中國的抗戰信念，希望獲

得美國的援助。在芝加哥體育場的演講中，宋美齡特

別提及孔子的頑強信念，呼籲中美並肩戰鬥，“捍衛

我們的理想”。一位美國小女孩向《基督教箴言報》

的記者說，她覺得，對宋美齡最好的歡迎方式，就是

對她高喊“孔子”。 
事實上，中美關係近幾十年發展中，“孔子”始

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角色。 
“文革”期間，為了區別於大陸的“批林批孔”

運動，蔣介石每年都會高調參加紀念孔子的活動，以

彰顯自己的“正統”地位。 
1972 年，尼克松訪華，雙方簽訂《上海公報》。

當時，在美國媒體輕鬆的花絮報道裏，孔子複雜的飲

食原則被拿來形容中國接待工作的細緻認真；而在嚴

肅的分析報道中，媒體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響《上

海公報》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孔子——

公報“求同存異”的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對大

國在亞洲的霸權主義”體現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

對蘇聯的迴避，則是“孔子講求實際的寫照”。 
“孔子曾經說過，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尼克松

和周恩來花費大量時間，界定——或者重新界定——兩

國的分歧衝突與共同利益。”《洛杉磯時報》在當時的

報道中這樣寫道。 
1987 年，里根政府的國務卿舒爾茨訪問中國時，

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謁孔子故里。 
甚至，孔子的形象還被鐫刻在美國最高審判機構

聯邦最高法院的外牆上。在這座白色建築東門上方的

三角牆上，刻有 3 個石像，分別是頒佈《十誡》的摩

西、雅典立法家梭倫，以及穿着長袍、留着長須的孔

子。 
聯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紹中說，他們是人類歷史

上“最偉大的立法者”。2009 年 10 月 28 日，美國國

會眾議院以 361 票贊成、47 票反對通過一項決議案，

紀念孔子誕辰 2560 周年，並且讚揚儒家思想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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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帶來無價的貢獻。儒家思想鼓舞了成千上萬學

者，對全球各個領域做出重要貢獻。“事實上，孔子

在美國只是一個符號。”張濤說，“不同的人給他賦

予不同的含義，然後各取所需。” 
可以說，近 300 年來，除了中國世代流傳的孔子

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終存在着一個“美國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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